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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and core of the “Historikerstreit”—the appropriat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Hitler and 
his third empire—has been an unavoidable issue in Germany and even worldwid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ha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this controversy, we can see the decline of historicism of German 
history.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is debate also had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wa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Federal Germany. In 
addition, the debate also involves the role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ans in the present. Therefore, 
whether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or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controversy is crucial and 
deserves our careful investigation. 

 
Keywords 
Historikerstreit, Historism, Function of History, National Identity, Individual View 

 
 

从“历史学家之争”中所见德国历史 
主义的衰落 

卿  馨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0年3月9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30日 

 
 

 
摘  要 

“历史学家之争”的缘起及核心——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的合适的历史定位——从二战结束至今在德国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5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55
http://www.hanspub.org


卿馨 
 

 

DOI: 10.12677/ass.2020.93055 360 社会科学前沿 
 

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政治文化和史学的发展。

透过这场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主义在德国史学界的衰落，地位不复往昔。对于当时

的联邦德国来说，这次争论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关乎联邦德国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

另外，争论还涉及到历史学及历史学家在当下的职能定位。因此，不管是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来说，

这场争论都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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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末，世界在二战的战火中发生着剧变，德国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在战后又经历了国

家的分裂和统一，使得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处的位置极为特殊，在诸多问题上都受困于这段新近

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纳粹罪行的问题，长期以来都在不断撩拨着德国敏感的神经。战争带来的创伤使得

在世界范围内各领域都涌现出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论思潮，德国史学界同样也出现了对传统史学理论

的反思和批判。 
历史主义作为德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着德国的史学界。对“历

史主义”这一概念的定义，学界并没有统一说法。德国语境下的“历史主义”(historicalsmus)，其核心特

征是个体的观念，即是指一种个体化的表达，包含着“所有价值都是独特性和历史性的，所有哲学都是

民族性的，所有理解都是个人的。”[1] (p. 12)这样一种思想。在这种个体观的影响之下，德国的史学研

究体现出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在历史事件中更多的关注政治因素，赋予国家以重要价值，对社会、经济、

文化等因素有所忽略。二是民族主义，即是认为德意志民族是独特而优秀的，这种有别与西方的独特性

通过一系列反启蒙的观念以及地缘政治学说得到表现。虽然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并不是为德国所独有

的，但其却在德国得到了最为激进的表达，是存在于德国历史编纂和历史思想中的主要传统。在 20 世纪

不断出现的新思潮中，历史主义遭遇了危机。二战后德国分裂，民主德国的史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史学

转变；在联邦德国，历史主义在众多反思性的理论思潮中越来越受到质疑并逐渐衰落。它不再被视作是

德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甚至被认为是德国思想危机的产物，是导致纳粹主义出现的源头之一。以公

共历史争议为形式出现的对纳粹罪行的反思直观地反映出了联邦德国内部在对待这段历史时的复杂态

度。其中，“历史学家之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可以看作是二战后的德国在各种内外刺激之下，关

于纳粹罪责问题的复杂情绪的爆发和碰撞。 
所谓“历史学家之争”，是指 1986~1987 年发生在联邦德国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罪责问题的公共历史

争论。虽然这场争论就成果而言并没有得到任何新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其参与者的身份和发生的背景，

使得这次争论仍不失为德国历史上值得重视的一次史学争论。“历史学家之争”的缘起及核心——希特

勒及其第三帝国的合适的历史定位——从二战结束至今在德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

题，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政治文化和史学的发展。透过这场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我们能够

看到历史主义在德国史学界的衰落，地位不复往昔。对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来说，这次争论还具有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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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因为它关乎联邦德国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另外，争论还涉及到历史学及历史学家在

当下的职能定位。因此，不管是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来说，这场争论都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我们认

真探究。 

2. 争论的爆发和推进 

保守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 1986 年 6 月 6 日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拉开了“历史学家之争”的序幕。在这篇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中，

诺尔特表达了自己对纳粹罪行及第三帝国的看法：他认为过去德国在纳粹研究的问题上被所谓的“政治

正确”所限制，这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因此他提出用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纳粹罪行的主张——“平

等对待过去”，这“也正是哲学和任何愿意重视差别的历史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前提。”[2] (p. 33)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奥斯维辛被看作是对另一桩“亚洲式”罪行即古拉格群岛事件的模仿，当纳粹罪行

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来看待时，它就并非独一无二了，而是具有可比性的。诺尔特相信，他的

言论并非是在为纳粹的罪行进行辩护，而是在学术层面上对这段历史的修正，是对“战争时代人非黑即

白的形象”的修正。 
与诺尔特持相似观点还有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斯图尔默(Michael Stürmer)。斯图尔默早在诺尔特的这

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没有历史的国度中的历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斯徒尔默从“历史意识”的角度提出了重新审视德国历史的要求。他认为，由于联邦德国人民自信心的

薄弱、价值观的彻底转变，使得联邦德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出现了问题，联邦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

的国度”。纳粹及第三帝国给联邦德国带来的历史负担是巨大的，它不仅让当下的德国人背负祖辈的罪

责，还使人们在对待第三帝国以前的历史时也产生了怀疑和不安，缺乏一种认同感，而这种历史认同感

关乎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联邦德国必须重拾“历史意识”，因为“历史意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和功用，斯徒尔默在文中提到“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中，谁决定记忆的内容，谁创造概念并阐释过去。

谁就控制了未来。”[2] (p. 26)出于民族情感和现实意义，斯图尔默呼吁重新建立起对德国的历史的认同。

同样从“历史意识”出发，并对当前联邦德国历史的缺失和断裂忧心忡忡的还有克里斯蒂安·迈耶尔

(Christian Meier)： 

正是由于这种顽固的记忆如此强大且容易传播，导致我们与自身历史的关系变得麻烦起来。因为这种回忆所涉

及的 12 年，将我们与过去的时光阻隔开来，它们似乎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一个真空地带。[2] (p. 39) 

实际上，诺尔特等人的观点在联邦德国并非无端兴起，而是有根可循的。1982 年，科尔政府的历史

政策开始以历史的“正常化”为导向，使得从 70 年代开始就存在于联邦德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政策

上得到支持。以博物馆计划 1、比特堡 2 之行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行动都表明了科尔政府对右翼修正历史做

法的响应。这样的政治氛围早已使左翼人士感到不满，诺尔特的文章作为导火索，最终促成了“历史学

家之争”的爆发。 
右翼保守主义的观点中出现的为纳粹辩护的倾向和修正历史的做法立即在联邦德国社会引起强烈的

反响，并引来了左翼人士的谴责。在诺尔特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以后，《时代周刊》便登载了尤尔根·哈

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题为《一种损害的赔偿方式》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历史学家之争”

的全面爆发。 
哈贝马斯在文章中认为诺尔特等人的立场和观点存在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辩护的嫌疑，对此提出

 

 

1指科尔在其 1982 年 10 月 13 日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博物馆的计划：要在波恩建立“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及在柏林建

立“德意志博物馆”。 
21985 年 5 月 5 日，美国总统里根应科尔之邀访问位于比特堡的二战德军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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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批评。他对诺尔特、斯徒尔默等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倾向。 
该文中的一段话集中体现了哈贝马斯在如何对待德国历史问题上的态度： 

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的开放是我们战后最伟大的智力成果；我们这一代应该对此尤为自豪。这一

事件不能、也不应该用某种披着德国民族主义外衣的北约哲学来巩固……只有一种爱国主义才能让我们不远离西方，

那就是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不幸的是，奥斯维幸有可能让德国人旧的文化观念缔结于普遍主义宪

法原则时，深陷于负罪感的泥淖。那些想要用被负罪感纠缠(斯徒尔默和奥本海默语)这样的句子驱走我们面对这一事

实羞耻感的人，以及那些想召唤德国人回归其民族身份传统形式的人，都在破坏我们与西方联系唯一可靠的基础[2] 

(p. 67)。 

随着哈贝马斯这篇文章的发表，大多数的联邦德国知识分子都参与到了这场争论之中来，纷纷在各

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争论的阵营也逐渐明晰地划分开来。以恩斯特·诺尔特为代表

的一方包括安德烈斯·希尔格鲁伯(Klaus Hilderbrand)、米夏埃尔·斯徒尔默、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rbrand)、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克里斯蒂安·迈耶尔等

人；作为其对手的尤尔根·哈贝马斯一方主要包括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科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汉斯·蒙森(Hans Mommsen)、马丁·布洛撒特(Martin Broszat)、尤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等人。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上：就学术层面上来讲，其核心问题在于纳粹主义及大屠杀是否是独一

无二的，抑或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可比性的；就学科本身的层面来讲，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定位当下

历史学即历史学家的职能。 

3. 透过“历史学家之争”所见历史主义衰落的表现 

3.1. 争论的性质：历史学及历史学家职能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身份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却在这场历史学争论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因此希尔格鲁伯在其题为《尤尔根·哈贝马斯卡尔—海因茨·扬森和 1986 年的启蒙运动》的

文章中对其身份提出了质疑：“尽管对弄清哪些视角符合历史学家的身份、那些不符合这一问题毫无‘专

业素养’，这位哲学家还是妄自尊大地下了断言。”[2] (p. 343)在希尔格鲁伯看来，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历

史学的门外汉，对有关大屠杀历史的研究现状以及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不甚了解，本就不应该介入其中，

却毫不谦逊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对手的观点断章取义。 
面对希尔格鲁伯对其身份的质疑，哈贝马斯认为这并不妨碍他参与争论。因为在这场争论当中，他

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的角色，所以他

参与争论是完全合理的。反而是诺尔特这一方，在争论中的身份定位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宣称

自己的观点和言论是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公共读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试图在公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时其身份定位应是“公共知识分子”，其观点和言论是要被放在公共

领域接受检验的。诺尔特一方的身份在“专业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不断转换着，难以自

圆其说。并且，对哈贝马斯一方来说，在这场关于德国历史的争论中，“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我们

考虑事实的视角。即我们如何来判定罪责问题。”[3] (p. 45)显然，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双方有着不同

的定位。 
希尔格鲁伯认为，这场争论该应该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他表示，“修正主义”是学术研究中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既有成果进行修正是学术发展的所必须的条件，因此，诺尔特的观点是不应该受

到指责的。对于战后在联邦德国史学界中设置的“政治正确”这一“底线”，希尔格鲁伯是不认同的，

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被设有禁区。在所谓“政治正确”的氛围之下，像诺尔特这样言论触及“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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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会被学界边缘化的一类人。诺尔特的部分拥护者们并不是认同其所有观点，但他们要维护其在学

界的话语权，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底线”提出挑战。 
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无论对方是否真的是出于学术

目的，争论的发生方式就注定了其公共性。像报刊杂志这类大众媒体的介入使得争论中的各种言论和观

点借助其高发行量的特点迅速传播至公共领域，并且这些大众媒体不只是扮演着平台和传播媒介的角色，

还主动参与到争论当中去，引导争论的发展。各报刊杂志的和主编发行人不仅撰稿表明自己的立场，并

有意识地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文章进行发表[4]。诺尔特拉开争论序幕的文章《不愿过去的过去》发表在

《法兰克福汇报》上，作为在德语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受众群体不仅仅是各学

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还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该报纸甚至在国外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外界了解德国的窗口之一。而接下来陆续参与到争论当中来的报刊杂志——《时

代周刊》、《明镜周刊》(Der Spiegel)、《德国日报》(Die Tageszeitung)等也皆是面向公众的读物。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必须考虑到发表在这类报刊杂志上的言论在公共领域当中传播开去的后果。 
这种的担心其实是不无道理的，任何面向公众的言论都需要仔细斟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

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论述过群体易受暗示和易轻信的特点：“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

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5]德国传统

形式的民族主义观念在经历二战以后开始衰落，公众在传统身份认同和新的身份认同之间的转变也因历

史教育而逐渐得以实现。对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来说，这种变化是来之不易的，也是不稳固的。并且，联

邦德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时期，他们对这段时期的记忆及理解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历史教

育。历史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来自媒体的宣传。很难想象如果诺尔特的这种言论在公共领域

产生影响，会对罪责反思的既有成果造成怎样的破坏。联邦德国在战后能够重新为欧洲国家所接受，正

是由于其对纳粹的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和清算，而诺尔特这样的言论在西方其他国家眼里也很容

易被理解为是开脱罪责的说辞，是德国企图再次远离西方的表现。因此哈贝马斯表示，如果说这场论争

发生在学术期刊上，他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愤慨，很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一论争发在心上[2] (p. 253)。 
希尔格鲁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双方对历史学功能定位的问题上。在希尔格鲁伯看来，

学术本身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纯粹性和专业性，历史研究不能够受政治左右，学术的成果也不应以政

治功效作为衡量标准。否则，历史学科就沦为了政治的工具。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实际上他并不反对

希尔格鲁伯“研究无禁区”的这一说法，但是他认为面向公众的言论是必须要有禁区的。一部成功的历

史叙述应当既能够合乎科学批判标准，又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3] (p. 38)。因为学术成果首先要

经过各种媒介的闸门，才能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去，所以，媒体作为学术成果对公众产生影响的重要平

台，必须在各个环节做出审慎的考量。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虽名为历史学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是双方对在公众中影响力的争夺。

所以争论的性质并非是史学界内部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面向公共领域的公共争论。 
其实对参与争论的学者们来说，公共争论的基本合法性是一个共识。这批学者大多经历过二战，并

在战后成为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自身的责任感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到这种公共争论当中来，用自己的学

术成果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他们争执不下的是这种公共争论进行的规则，是历史学家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把他的研究成果投放市场而不违背学术标准[6]。 
随着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媒体时代的到来，历史学作为一个专业性学科的封闭性有所淡化，

开始逐渐向公共领域开放，从 80 年代开始并一直保持着热度的公共历史争论便是其表现，大众媒体的参

与进一步增加了争论的公共性。在《论历史的公用》一文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历史的公用”这一概念，

指历史作为公共话语对公民的道德政治自我理解的影响[7] (p. 17)。这表明专业学者对公众介入到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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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来去是持肯定态度的，学科开放也是其主动的行为。随着批判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的功能也不再是像

德国传统那样被视作是对民族过去的肯定，而是成为了一个“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承担着公众政治启

蒙的功能。同时，与历史学家的传统身份相比，此时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教

学和研究，还包括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3.2. 历史主义民族观的衰落:民族认同基础的改变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批判史学的兴起，德国的历史主义不再仅仅被视作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

象，更被视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原则，与德国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的追求以及审慎价值判断的原则，早在兰克时期就已奠定。在“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gewesen)精神的指导之下，德国的历史学缺少一种批判的功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德国的政

治实践不加批判的继承了其历史中民族主义的某些负面因素，并最终发展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造成了

20 世纪的悲剧。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一书中也对此提

出过类似的看法：“德国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是难辞其咎的，它在很重要的

方面为 1933 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1] (p. 21)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把历

史主义看作是为德国的灾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在 60 年代以后越发渗透进对大众的教育中去。对于普

通的联邦德国民众来说，虽然对史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并不一定有多少了解，但通过历史教育对思想

的塑造，通过社会主流话语向西方的靠拢，他们仍能够隐约地感觉到其历史中某些消极的因素导致了祖

国的灾难。 
对于 60 年代以后普遍存在于联邦德国的对战争及大屠杀的罪责感，一些右翼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忧

心忡忡，他们认为联邦德国过去的大众历史教育及宣传方式已经造成了德国历史的断裂和身份认同的困

惑，德国历史中的负面因素固然因受到批判，但通过纽伦堡审判和战争赔款，德国已经赎清了其罪责，

不应该让那种“罪责狂”(Schuldbessenheit)的思想一直纠缠着新一代的人，战争结束 40 年后，在世的绝

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了，他们的生活不该总是受困于这段历史。因此联邦德国是时

候走出纳粹的阴影，重塑民族自信： 

我们难道不应该为 1933 年至 1945 年那段历史所招致的谴责和“自我检讨”(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称谓它)画上一个

句号吗？在承认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时(当然是要在对其独特性进行限定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一遍一遍地对此加以

重复吗？我们需要因为当时一些人所犯下的罪行，就从整个民族的视角将自己定位为战争的罪人吗？——我们真的

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责进行辩解吗？我们真的应该因为我们的过去而对自己强加限制，以致不允许任何带有强烈排犹

内容的戏剧在剧院演出吗？难道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能“为祖国自豪”吗[2] (p. 49)？ 

显然，在这一阵营的历史学家们看来，重塑民族自信心的方法是将第三帝国的这段历史与联邦德国

的当下分开来。对于他们来说，纳粹及第三帝国已成为一段历史，虽然要“以史为鉴”，但不能让历史

左右当下人的生活。因此联邦德国只有彻底走出纳粹的阴影，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才能平等的

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而在哈贝马斯这里，纳粹及第三帝国的问题并没有走远，它依然存在于当下，是

每一个联邦德国人都逃不开的问题。民族自信心的重塑和批判继承历史之间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这一

段历史记忆是理应是共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只有传承经过严格审视的优秀历史传统，才能建立民族的自我理解……这些健康的

传统赖以立足的视角应该经过道德灾难的锤炼和诘问。否则我们就不能尊重自己，也不要指望别人的尊重[2] (p. 249)。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越来越被刻意地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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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今，“民族”仍然是身份认同的主要载体。但此时的“民族”，其概念显然已与德国传统意义上的

“民族”相去甚远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大致可归为两种，一种是“把认同建立在血缘、领土、语言、

宗教等前政治因素上……它是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重要道德动力。”另一种是“把认同建立在血

缘、领土、语言、宗教等前政治因素上。”[7]哈贝马斯认为，纳粹罪责问题的判定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

息息相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如何来分辨罪责和无罪，反映出了联邦德国所谓的共和国公民相互承认所

依靠的规范[3] (p. 45)。哈贝马斯宣扬将身份认同建立在普世的价值之上，正是基于前者。而为德国历史

主义所崇尚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基于后者。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之争”在本质上是双方在民族

认同基础的问题上的争论[7] (p. 16)。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弱化在联邦德国历史学界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转变上。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联邦德国历史学界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视角也从以民族国家和政治为历史研究的

主线转变到了以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为主线。对德国以及德国史学界来说，世界范围内的潮流是难

以抗拒的，加之联邦德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也认为其当下的要务是回归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自由和民主的

传统。在这种内外氛围皆已改变的条件之下，德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难以为继。 
从民族认同这一层面来说，至少在联邦德国官方的自我理解上，其认同的基础已和那个影响了德国

百年之久的民族观较为彻底的告别了，带有深刻德国历史主义烙印的民族观在战后的世界，尤其是在联

邦德国，也已经不再具有往昔的主导地位，而是成为了一具种有警示意义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后民

族主义”。 

3.3. 历史主义个体观的衰落：历史连续性与回归西方 

历史主义的个体观特别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这种民族的独特性通过一系列反西方启蒙的观念

得到表达。但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历史主义的危机以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剧变，历史主义的个体观

难以为继。 
作为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梅尼克曾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为历史主义进行辩护，延续

着历史主义的个体观。他竭力论证希特勒及其所造成的灾难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非德国近代历史文

化的必然产物，将第三帝国以前的历史与第三帝国看作是两个并无关联的独立历史格局。出于对历史主

义传统的深厚情感，在提到德国的未来的民族精神生活时，梅尼克认为要恢复德国的古典精神，延续其

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更好的融入西方。因为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

德国古典文化[8]。然而历史主义的大势已去，梅尼克的努力依旧无法阻挡其江河日下的趋势。 
在梅尼克去世三十多年后发生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即历史的连续性以及

如何回归西方的问题。 
就德国历史连续性问题而言，在历史主义传统之下，每个时代都是独立的，是不存在这一提法的。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 60 年代，正是在 60 年代，史学家们重新估量了德国政治上的过去和他们自身方法论

的取向[1] (p. 379)：在“费舍尔之争”中出现了“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提法，论证了从俾斯

麦到希特勒的德国历史中存在着连续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为主流所接受。但到了 80 年代“历史学家

之争”时，费舍尔的观点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也正是以此为前提，联邦德国才得以从过去中汲取教训，

走上西方民主制的道路。纵观争论双方的观点可以发现，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在对历史批判的问题上并无

太大分歧，无论是诺尔特一方还是哈贝马斯一方，皆认为德国历史中的某些因素与 20 世纪的悲剧有着直

接的关联，是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重估以警示后人的，其分歧仅在于这是否具有可比性。 
对历史的批判，即是从过往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避免过去的错误在当下再次发生，这种“以史为

鉴”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相背离了。要从过往中发现对当下以及未来仍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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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就必须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是存在普遍性的[9]。但在以个体观为核心的历史主义传统里，

每一个历史格局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历史格局中的个体(个人、民族、国家)都是不可复制的，因此不

能用一种普遍化和公式化的解释对历史及历史中的个体加以概括，因此，也就不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之间的普遍性和联系性。 
就“回归西方”这一问题而言，在经历二战后，联邦德国官方是在积极践行的。但在国家内部，对

“西方”概念的认识是不同的。这在争论当中有所体现：左翼阵营的哈贝马斯所定义的“西方”，是指

通过启蒙运动奠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右翼阵营的斯徒尔默所定义的“西方”，仅是指

北约组织[10]。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联邦德国回归西方是行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同梅尼克对德国未来

的构想一样，斯徒尔默等一些民族主义学者也认为在回归西方的同时不能丢失民族的特性。回归西方只

是战败的德国为了在战后世界的格局中更好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的一种策略性的做法，但并不能因此

动摇德国的精神根基。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行动层面上的回归是“披着德国民族主义外衣的北约哲

学”[2] (p. 67)，是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悲剧重演的。传统的德国民族认同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

观念加以界定 [1] (p. 3)，因此回归西方应该深入到精神层面。哈贝马斯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

(Verfssungspatriotismus)”这一概念，宣扬将身份认同建立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之上，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

情结。 
梅尼克去世后，他没有机会再目睹那些身后之事：战后世界风云变幻，冷战、德国的分裂、一体化

的趋势，这些都使得梅尼克对德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以及对德国民族新生之路的构想化为泡影，历史主义

失去了最后一位对它有着深刻眷恋的代言人。即使在之后的年代里也有人像他一样为传统作辩护，但那

也仅仅是少数人的声音。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反思批判氛围之下(尤其是到了 80 年代)，这种历史主义的个

体观几乎不再拥有信徒。 

4. 结语 

历史主义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便出现了危机，在二战后开始急剧衰落，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

然而历史的维度不是单一的，在关注历史主义衰落的一面时，不能忽视其在衰落的同时依然还有存续的

那一面。作为在德国存在了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主义不可能彻底地消失，它的某些思想在联邦德

国依然存在着。 
纵观“历史学家之争”可以发现，诺尔特、斯徒尔默、希尔格鲁伯等人可谓是残存的历史主义的代

言人：“历史学家之争”的起因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结和“如实直书”的原则，其实在争论中，诺尔特

将纳粹罪行与其它的大屠杀进行比较、希尔格鲁伯“研究无禁区”以及“修正学术成果乃学术进步之必

需”的说法与历史主义的某些原则相吻合，即：拒绝超越事实之外做出任何价值判断，不带入编纂者个

人的主观情感。斯徒尔默“回归西方”的同时不能动摇德国精神根基的言论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种民族主

义的情结。他们的观点都可以在历史主义的传统中寻找到根源。 
虽然像诺尔特这样的人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并不为主流所接纳，但也正是这为数不多的一批人证

明了历史主义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在此时的联邦德国存续着。很难说他们对历史主义有多少留念，这

足见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深刻的传统仍然存在于德国的潜意识之中，它是德国思想文化的底色。这种带有

历史主义烙印的文化传统是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的。 
历史主义的衰落和存续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以来德国历史进程的两个面向，然而其衰落的一面仍是

大势，即使其在“历史学家之争”时、甚至在当下仍然还有遗存，也依旧无法阻挡其颓势。 
1987 年的初夏，这场争论褪去了热潮，逐渐尘埃落定。慕尼黑的皮珀尔出版社将参与争论的学者们

的重要文章集结成书并邀请其编写结语，由此结束了持续近一年的“历史学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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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争论本身是面向公共领域的，并且还与政治、社会、公众舆论、参与者的个人情感等因素交织

在一起，使得争论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因此，“历史学家之争”并没有像之前的史学争论一样获得任何

学术成果的更新，在学术界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被看作是史学争论的反面教材。但争论却在全社

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通过媒体的参与，这次争场对整个社会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正向的引导，暂时压制

了修正主义的风潮[11]，维护了联邦德国对纳粹罪责反思的既有成果。同时，这场争论开启了史学争论的

新模式——公共史学争论。至此以后，公共史学争论开始频繁化，并在 90 年代达到了高峰。3 
对争论参与者个人而言，在经历这场争论之后，其在学术圈的个人命运是不尽相同的。诺尔特因其

触及底线的“不当”言论成为学界同行排挤的对象，其“修正历史”的企图失败了。而哈贝马斯的某些

观点却在联邦德国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落实。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之争”已过去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也是争论自身历史化的过程。如今我们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重温这场争论，并且以之后发生的公共历史争论作为经验和参照，以变化的时代

作为一种更广阔的背景，为这场争论重新定位——“历史学家之争”是历史主义传统与变化时代之间矛

盾的缩影。这种矛盾体现在正文中提到的三个方面：一是对史学和史家职能的传统定位与日趋兴盛的公

共历史文化相冲突；二是历史主义传统下的民族认同基础与罪责反思相冲突；三是历史主义个体观的思

维方式与联邦德国回归西方的策略相冲突。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之下，历史主义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无可否认的是，历史主义在 19 世纪上半叶曾为德国的统一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在二战以后，

特别是到了集体反思纳粹罪责的 80 年代，历史主义传统显然已经无法与时代相适应了。而每个时代都有

与其相适应的一套理论，我们无法要求一种理论能够一直顺应不断变化着的时代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给

予每种理论、每种思想以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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